
中古佛教行像仪式的兴起及其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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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由于观看 “行像”与禅观 “行像”具有等同的功德，在信仰层面出现

了行像仪式对禅观行像的摹仿和重现。作为一种受信众瞻观礼敬以获得解脱和庇佑的宗

教活动，行像仪式从印度通过西域传至中国，自兴起时便不断经历本土化的转变，这一

过程得到了全民性的参与和推动。行像仪式不仅承载着信众尊崇和祈福的精神寄托，也

为维系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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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行像”本意为行走或经行中的佛陀形象，它既是念佛观的重要内容，也是佛

教造像的重要题材。受造像活动兴盛的影响，“行像”成为一种在佛诞日将佛像进

行巡城展示的宗教仪式。由于佛像是以车载之，周行城邑聚落之内外，有侍从围

绕，幡盖歌乐引导，所以也被称为 “行城”或 “巡城”。目前学界对 “行像”仪

式的考察多集中在其表现形式、与民俗艺术的关系、敦煌地区的行像特色等方

面①，主要以 《法显传》《洛阳伽蓝记》《观佛三昧海经》 《大唐西域记》 《大宋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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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多卷本 《中国宗教美术史》” （１７ＺＤＡ２３７）、２０１７年度南京大学
博士研究生跨学科科研创新项目 （２０１７ＣＷ０１）成果。笔者曾在 ２０１８年 ９月 “佛教美术源流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作题为 《佛教行像起源及其世俗化初探》的学术报告，本文在此基础之上修改而成。

相关的研究成果如后，缘住?：《行像考》，《同愿》，１９４３年第 ４卷 （第 ３—４期），第
２—３页；［日］服部克彦：《北魏洛阳における行像供养》， 《龙谷史坛》，１９６４年第 ５３卷，第
２０

6

３３页；林子青：“行像”条，《中国佛教》 （第 ２辑），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
３７５—３７７页；康保成：《佛教与中国傀儡戏的发展》， 《民族艺术》，２００３年第 ３期，第 ５８—７２
页；赵青山：《敦煌地区寺院行像活动财政考》， 《敦煌学辑刊》，２００７年第 ４期，第 ３６８—３７７
页；蒋家华：《〈洛阳伽蓝记〉行像研究》，《求索》，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第 ８４—８６页；李童：《汉
唐佛诞节仪考述》，见段玉明主编：《佛教与民俗》，宗教与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 ３４—４３
页；张惠明：《公元八至九世纪敦煌壁画 “文殊及侍从图”中佛教节日主题元素》， 《中华文史

论丛》，２０１６年第 ３期，第 １９３—２４６页、第 ４０５页；陈婷婷： 《古代行像规模及宗教仪式》，

《美术大观》，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第 ８６—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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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略》以及敦煌遗书等记载为文献依据，尽管这些文献不算丰富，但仍有深入挖

掘的价值。较为遗憾的是尚未发现仪轨唱导文方面的材料，无法了解仪式的具体流

程，或许当时并未正式形成。

行像仪式的起源，或如学者李童所注意到的，是为了重现佛传中悉达多太子

诞生后， “夫人抱太子，乘蛟龙车”回宫的欢庆场面，但据赞宁 《大宋僧传史

略》“自佛泥洹，王臣多恨不亲睹佛，由是立佛降生相，或作太子巡城像”的说

法来看，佛诞行像除了纪念太子降生，也兼纪念太子出家。① 笔者注意到， 《佛

说千佛因缘经》云 “彼佛世尊法欲灭时，有诸比丘游行教化……诸比丘持佛像

行。”② 这一说法在佛经中的出现说明借助佛像进行游方教化在很早时期就是僧

团所允许的。

史载四世纪上半叶中国便有行像仪式。《燕书·太祖文明皇帝纪》谓咸康四年

“四月浴佛日，行像诣宫，石太子邃 （３１０？—３３７）骑出迎像，往来驰骋，无有储

君体。”③ 《资治通鉴》言及同年七月石虎 “杀太子邃”语：“按 《十六国》 《晋春

秋》，杀邃皆在咸康三年 （３３７）， 《燕书》恐误。今从 《十六国》 《晋春秋》。”④

故太子石邃迎行像当在公元 ３３７年，此为笔者所知最早关于行像仪式的记录。石邃

对行像仪式的崇敬显然是受到父亲石虎的影响。《邺中记》载石虎 （２９５—３４９）性

好佞佛，“尝作檀车，广丈馀，长二丈，四轮。作金佛像，坐于车上，九龙吐水灌

之。又作木道人……车行则木人行，龙吐水，车止则止。”⑤ 这里金佛像坐檀车上

而行，即当为 “行像”。可见行像仪式在后赵王室中十分受到尊崇。因此，在法显

与公元 ４００年西行至于阗观看行像之前，后赵时期 （３１９—３５１）中国北方地区便

已经十分重视行像活动了。

行像仪式随造像风气自西域传入中国，隆盛之始便与皇权紧密关联。北魏帝王参与

行像由来已久，“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共谈论。于四

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⑥ 至孝文帝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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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童： 《汉唐佛诞节仪考述》，见段玉明主编： 《佛教与民俗》，宗教文化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 ３８页。
［后秦］鸠摩罗什译：《佛说千佛因缘经》，《大正藏》第 １４册，第 ６８页下。
［清］汤球辑：《三十国春秋》，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 ３４０１页。
［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资治通鉴·卷第

九十五》，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 ３０１２页。
［晋］陆

7

：《邺中记》，王云五主编， 《丛书集成初编》第 ３８０４册，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３７年版，第 ８页。

［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 １版，第 ３０３２页。



佛学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 ２期

跋宏）（４６７—４９９）时仍是如此。行像仪式在印度是二月举行，西域于阗地区是四月，

不过林子青先生注意到其他时节也有行像，如玄奘提及屈支国 （库车）的行像便是在

秋分之时。① 而汉地一般二月、四月皆有行像。隋人杜台卿 《玉烛宝典》卷四云：“后

人每二月八日巡城围绕，四月八日行像供养，并其遗化，无废两存”②，此风俗一直延

续到宋金时期③。不过，若是 “行像供养”，则当有法会，在湖南、湖北则可能又与弥

勒信仰有关④，暂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到了唐代，长安的佛诞日似乎取消了行像仪式。《续高僧传》言及京师普光寺

释玄琬云： “二月八日大圣诞沐之晨，追惟旧绪，敬崇浴具。每年此旦，建讲设

斋，通召四众，供含悲敬，办罗七物，普及僧俦。”⑤ 佛诞日保留了浴佛，并有法

会和斋供，但未见行像。不过这一情况并未波及到巴蜀地区： “蜀土尤尚二月八

日、四月八日，每至二时，四方大集，驰骋游遨。诸僧忙遽，无一闲者。”⑥ 佛诞

日 “四方大集，驰骋游遨”者显然即指行像仪式。行像仪式最初作为一种外来的

宗教活动，不仅融入中古时期中国社会，而且一度与国家政令相关联，发挥重要作

用，值得引起更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一、中古时期行像仪式兴起的原因

尽管民国时期就有学者考述行像仪式，并指出 “行像一词，最早见于 《观佛三昧

海经》”⑦，但并未再作进一步梳理和论证。佛教文献中 “行像”在东晋佛陀跋陀罗

（３５９—４２９）译出的 《观佛三昧海经》中有着较强的修行意味，然而在同时代的 《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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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第 ２辑），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 ３７５页。《酉阳杂俎》亦谓龟兹
国 “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唐］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 《酉阳杂俎校笺》，中华书局，

２０１５年版，第 ４５３页。
［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 １９６页。
宋之才 （１０９０—１１６６）于高宗绍兴十四年 （１１４４） 出使金国，从与骁骑尉完颜阿烈

的对谈中了解到，金国二月八日与四月八日皆有行像，而南宋地区则是四月八日行像。见曾

枣庄、刘琳主编： 《全宋文》第一百八十二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 １１７页。

《岁华纪丽》引 《荆楚岁时记》云：“荆楚以四月八日，诸寺各设会，香汤浴佛，共作龙华

会，以为弥勒下生之征也。”见 ［唐］韩鄂：《岁华纪丽》，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 ４３页。不过笔
者遍检 《荆楚岁时记》全文，并未发现此句。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 ８６２页。
［唐］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第 １０６１页。
缘住?：《行像考》，《同愿》，１９４３年第 ４卷 （第 ３—４期），第 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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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又被指称为 “行城”或 “巡城”的佛教仪式①。因此作为禅观的 “行像”和作

为仪式的 “行像”虽然不可等同却存在着密切关系。

（一）禅观与造像中的 “行像”

印顺法师论及 “念佛三昧”言，“自绘画的、木石等造的佛像流行，有佛的具体形

相，可以忆念思惟，念佛观就盛行起来。”② 赖鹏举先生则强调 “功德”对造像和念佛

观的重要意义：“西北印特别偏重 ‘佛陀’功德的开展，不仅形成其思想及造像，并进

而形成其 ‘念佛三昧’的禅法，成为而后北传 ‘十方佛观’、‘三世佛观’、‘阿弥陀佛

观’乃至 ‘卢舍那佛观’的基础”，并进一步指出 “公元一、二世纪正是西北印佛教造

像开始兴起的关键时刻。西北印与佛陀有关的造像是北传大乘的起源。”③ 佛造像引发

念佛观的盛行，反映出造像艺术对佛教修行法门的重大影响。相应的，念佛观也推动了

佛造像的蓬勃发展，如刘慧达先生指出，禅僧观像的需求促使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大规

模开窟造像，禅观佛像内容中的立像、坐像和卧像皆是石窟造像的主要题材。④ 其实从

《观佛三昧海经》来看，“行像”也是禅观的重要内容，并在众多造像中有所体现，史

载北凉 （４０１—４３９）僧人可如等人曾对着 “泥塑行像”经行⑤，北魏后期出现法华信

仰下的十六王子行像⑥，西魏大统三年 （５３７）周城县开国男白实等诸多檀越主共同

“造中兴寺石像、释迦行像、浮图”⑦ 等。而在犍陀罗地区发掘的许多佛像单膝微曲，

双脚分前后，这样的塑像体态结合叙事场景来看，严格意义上应当视为 “行像”而非

立像 （图１），汉地也有类似的造像遗存 （图２），不过在后来南传佛教造像中表现的更

为明显 （图３、４）。这类行像，从佛传故事中逐渐独立出来，在 “见佛色身了了分明，

亦见佛心一切境界”⑧ 的念佛三昧思想的影响下，与坐像、卧像、立像共同成为造像的

重要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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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观佛三昧海经》为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所译，译出时间为 ３９８—４２１年，记载于阗和印度行
像的 《法显传》成书时间在 ４１６年。此外，尽管范亨 《燕书》记载早在后赵 （３１９—３５１）时便有迎
接 “行像”之事，但成书时间亦在四世纪末，“行像”一词作为仪式含义却未必在后赵时就已使用，

可以推断禅观行像和行像仪式两种意涵大致在同时传入中国。

释印顺：《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 ４卷，北京：中华书局，第 １６０页。
赖鹏举：《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法》，圆光佛学研究所，２００２年，第 １７页、第 １９页。
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１９７８年第 ３期。
［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２１年聚珍仿宋版，第 ３６页。
张总：《白佛山等十六王子像概述》，《敦煌研究》，１９９８年第 ３期。
《白实等造中兴寺石像记》，见颜娟英：《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２００８年版，第 ９１页。
［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大正藏》第 １５册，第 ６９２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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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图 ２ 图 ３ 图 ４

图１癨园精舍布施 （局部），１世纪末，片岩，长 ２０３×３５２厘米，白沙瓦博

物馆。

图２释迦拈花像，四川资中东岩第二龛，高５２米，北宋。

图３玉佛寺佛行走像，１５—１６世纪，青铜，寮国永珍 （今老挝万象）①。

图４佛统大佛 （侧面），１９８１年，金铜，高１５８７米，泰国佛统②。

（二）从禅观到观看：行像仪式对禅观行像的摹仿与重现

禅观 “行像”是 “念佛三昧”修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观佛三昧海经》

中，系统而完整的念佛观需要经历观佛立像、行像、坐像和卧像四个部分。卷九

“观像品”言 “若有众生观像坐已当观像行”， “观像行”的大致内容包括佛像起

身行动放照光明，自己的身体从诸多不净变为如白玉瓶般内外皆空。当观想佛像步

步生莲，放光照诸大众之后，即可念想 “请诸行像，皆令以手悉摩我头”以及

“请诸行像及菩萨像作十八变”③，希冀由此获得诸佛菩萨的摄受加持。这里的

“行像”明确表示为行走状态下的佛陀及一切化佛的形像。观者能够在心中生起诸

相的前提就是对佛陀广度众生的深刻忆念，而观行像所见之场景，无论是仪仗规模

还是呈现方式，与行像仪式两相对照十分相似，可以说禅观之 “行像”在行像仪

式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２６１·

①

②

③

星云大师主编：《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雕塑》第 １册，第 ３４０页。
星云大师主编：《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辞典·雕塑》第 ２册，第 ５５３页。
［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大正藏》第 １５册，第 ６９２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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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 禅观内容与行像仪式对照表

禅观行像 行像仪式

佛像

巨身 丈 六，方 正 不

倾，身相光明皆悉具

足，见像立已，复见

像行，执钵持锡，威

仪庠序

见一顷地满中佛像。

菩萨诸天 诸天人众皆亦围绕。
以心利故，左右前后

尽见像行。

色彩氛围

复有众像，飞腾虚空

放金色光满虚空中，

犹如 金 云、复 似 金

山，相好无比。

作是想已诸像寻灭有

金色光，于金光间有

金佛影，如镜中像，

行住坐卧四威仪中现

一切色。

眉间白毫旋舒长短，

犹如真佛放白光明，

为百千色映饰金光，

众白光间无数银像身

白 银 色，银 光，银

华、银盖、银幡、银

台，悉皆是银。

像立车中，

二菩萨侍，

作 诸 天

侍从，

皆以金银

雕 莹，悬

于虚空。

四边作龛，

皆有坐佛。

作六牙白象负释迦在

虚空中 （长秋寺）

宗圣寺有像一躯，举

高三丈八尺，端严殊

特，相好毕备。 （宗

圣寺）

有金 像 辇，去 地 三

尺。（景兴尼寺）

菩萨立侍。

以白 缠

上，然 后

彩 画，作

诸天形像。

飞天 伎 乐。望 之 云

表。（景兴尼寺）

以金、银、

琉璃庄校

其上。

庄严 佛 事，悉 用 金

玉，作工之异，难可

具陈。（长秋寺）

炎光腾辉赫赫独

绝世表。（宗圣寺）

装饰
香华供具及诸幢幡，

皆随像行。

七 宝 庄

校，悬缯

幡盖。

庄 严 供

具，车车

各异。

悬缯幡盖。

有二十车，

车车庄严

各异。

施宝盖。四面垂金铃

七宝珠 （景兴尼寺）

金花 映 日，宝 盖 浮

云，幡幢若林，香烟

似雾 （景明寺）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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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禅观行像 行像仪式

场景

复见众像，于虚空中

作十 八 变，身 上 出

水、身下出火，或现

大身满虚空中，大复

现小如芥子许，履地

如水、履水如地，于

虚空中，东踊西没、

西踊 东 没、南 踊 北

没、北踊南没、中踊

边没、边踊中没、上

踊下没、下踊上没，

行住坐卧随意自在。

如我身者，四大五阴

所共合成，如芭蕉树

中无 坚 实，如 水 上

沫、如水中月、如镜

中像、如热时焰、如

野 马 行、 如 干 闼

婆城。

虚空及地见一一像从

座而起；一一像起时

五百亿宝华；一一华

中有无数光；一一光

中 无 数 化 佛 随 心

想现。

时众金像与银像具动

身欲起，诸像脐中各

生莲华，其莲华中踊

出无数百千化佛，一

一化佛放金色光照行

者身。

吞刀 吐 火，腾 骧 一

面。彩 幢 上 索 （游

戏 技 艺），诡 谲 不

常。奇伎异服，冠于

都市。（长秋寺）

妙伎 杂 乐，亚 于 刘

腾。（宗圣寺）

丝竹杂伎皆由旨给。

（景兴尼寺）

百戏 腾 骧，所 在 骈

比。（景明寺）

供养

（夫 人、

肊 女 ）

遥 散 众

花，纷纷

而下。

境内道俗

皆集，作

倡 伎 乐，

华 香

供养。

通 夜 然

灯，伎乐

供养。

伎乐之盛，与刘腾相

比。（昭仪尼寺）

梵乐 法 音，聒 动 天

地。（景明寺）

出处 《禅秘要法经》卷二
《观佛三昧海经·观

像品》

《法显传

·于阗》

《法显传

·巴连弗

邑》

《洛阳伽蓝记》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仪式中佛像一般被放置得很高，同时表现出诸天菩萨在旁

随侍，色彩以金银为主，华丽庄严，光耀夺目，宝盖幡幢、香花供养，这些都与禅

观行像的内容如出一辙，是行像仪式对念佛观内容有意为之的摹仿和再现。结合下

·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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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观像功德来看，这种现象很能说明方广先生对 “宗教仪式”所作的定义，

即 “仪轨是用行为、语言表达的宗教教义”①。而禅观行像的种种神变，则被民间

百姓喜闻乐见的吞刀吐火、马戏 （腾骧）、上索、幻术等杂艺所替代，用以表现其

不可思议的奇幻性。唯一的差别在于行像仪式中的伎乐供养在观想中并无呈现，应

是信众们崇慕之情的表达。

（三）观行像的功德

《观经》指出通过禅观佛像，能够净化身心，迅速使自己诸根通利，洞彻实相，达

到 “无量百千诸胜境界”，还可以使身处五浊恶世的父母获得解脱，往生佛国。② 这样

的功德，通过 “观看”也同样可以获得———倘若所造佛像身相具足， “作无量化佛色

像，及通身光及画佛迹，以微妙彩及颇梨珠安白毫处”，“令诸众生得见而心生欢喜”，

便可 “除却百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③。而具体观 “行像”的功德，如 《观经》

卷六 “观四威仪品”言，众生于佛在世时见佛行、佛涅?后观想佛行都能够除却千劫

极重恶业。若未观想，而仅仅是见佛足迹、见佛像行者，亦能够除却千劫极重恶业。④

以此善事得福报者，甚至包括不信因果、品性恶劣之人，谓 “邪见恶人见佛行时，尚

得如此无量福德，何况观佛行及像行者？”⑤ 如此弘传功德之广大，无疑使信众对 “行

像”充满强烈的信心。

观看行像的功德之所以能够成就，就义理层面而言，是因为诸佛如来证入空寂境

界，获得解脱三昧而随意自在，无有真身、化身之别，故而能够化现无量身，以乞食或

经行的形象饶益众生。⑥ 《思维略要法》亦言： “人之自信无过于眼，当观好像便如真

佛”⑦。也就是说，在见佛像如见真佛的理念下，观看佛像行与见佛行、观想佛行的功

德是一样的。笔者认为，功德的无差别，使观看佛像之 “行”从 “行走” “经行”之

意成为广泛意义上的 “运行”“移动”之意，行像仪式显然融摄了这两种意涵，以车载

巡城的方式真正赋予所观之像 “行”的意义。如果说庆祝佛诞回城是行像仪式产生的

历史源头，那么观看行像以清净罪业便是行像仪式兴起的内在动力，二者的结合使行像

仪式成为造佛行像、观佛行像之外的第三种弘传行像功德的方式。不过，当功德的获得

途径从禅观转向观看时，所 “行”之像便不限于佛行走像，还包括坐像、立像以及观

想中提到的天人菩萨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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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侯冲：《中国佛教仪式研究：以斋供仪式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序》
第 １页。

［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第 ６９２页下—６９３页上。
同上书，第 ６７５页下。
同上书，第 ６７５页下。
同上书，第 ６７７页上。
同上书，第 ６７５页下。
［后秦］鸠摩罗什：《思惟略要法》，《大正藏》第 １５册，第 ２９９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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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活在中古时期的僧俗大众乃至统治者而言，不仅造像、画像有功德，观

像、见像同样有功德，“功德”成为信众十分重要的精神慰藉，自然引发 “时世好

崇福”① 的社会风尚。特别是魏晋十六国时期混战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人口死亡

率极高，生命的无常使人们更容易接受佛教三世轮回的观点，佛经中对观像功德的

解说引导信徒寻求身心解脱、清净罪业的同时兼顾到尽孝的现实责任，因而满足了

不同社会群体的精神需求。这无疑是促使行像仪式在人口聚集的城市地区得到兴起

的重要原因。

二、行像仪式的本土化呈现

四世纪以后，行像仪式随着信众的增多逐渐得到较大范围传播和接纳。 《洛

阳伽蓝记》载长秋寺、昭仪尼寺、景明寺、景乐尼寺、景兴尼寺、宗圣寺等皆

有制作精湛、相好庄严的行像，此外在南朝时期士人戴逵和建福寺道瑗比丘尼亦

曾参与绘制行像。上自帝王下至百姓，行像仪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一种全民

性的宗教节日，而僧俗群体的共同参与也使观看行像的功德与世俗性审美得到

兼容。

（一）行像仪式的本土化

由于印度和西域的行像仪式各有其本土特色，传到中国便受到中华文化的濡染，故

“本土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中国化”。本土化的评判需要对照印度和西域行像的情

况，同时本土化演进的历史时序也应值得注意。有关西域于阗和印度巴连弗邑的行像记

载，《法显传》描述的非常详细②，而中国行像仪式的记载多集中在 《洛阳伽蓝记》，

亦零散见于其他文献。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梳理和比较可以找寻出一些行像仪式 “本土

化”的线索。

　表二 行像仪式不同区域对照表

西域和印度 中国

参与者

其城门上张大帏幕，事事严饰。王及夫人、

肊女皆住其中。瞿摩帝僧是大乘学，王所敬

重，最先行像。（于阗）

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 （孝文

帝）散花……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

法侣，持花成薮。（景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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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魏］杨之撰，周祖谟校释： 《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
９９页。

［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２页、第 ８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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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西域和印度 中国

礼敬程度

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着新衣。徒跣持

花香，翼从出城迎像，头面礼足，散花烧

香。像入城时，门楼上夫人、肊女遥散众

花，纷纷而下。（于阗）

世祖于四月八日与诸寺像，行于广衢，帝御

门楼临观，散花致礼焉。（魏书·释老志）

诏四月八日迎洛京诸寺佛像入阊阖宫，受皇

帝散华礼敬，岁以为常。（《佛祖统纪》卷

五十一）

帝 （萧衍）与百僚徒行四十里，迎还太极

殿，建斋度人，大赦断煞。（《法苑珠林》）

规模

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自月一日，为始至

十四日，行像乃讫。（于阗）

可有二十车，车车庄严各异……婆罗门子来

请佛，佛次第入城，入城内再宿。通夜然灯

伎乐供养，国国皆尔。（巴连弗邑）

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尚书祠部曹录

像凡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

（景明寺）

材质 皆以金银雕莹，悬于虚空。（于阗）
每年二月八日，僧载夹苎佛像。（《大宋僧

传史略》）

表演内容 当此日境内道俗皆集作倡伎乐 （巴连弗邑）

吞刀吐火，腾骧一面。彩幢上索，诡谲不

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长秋寺）

百戏腾骧，所在骈比。（景明寺）

尽管各地行像仪式的举行都很隆重，但在西域和印度的呈现与南北朝时期的汉地有

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包括参与者、展示内容、表现形式、持续时间、制作技法等方面。

行像仪式是全民性参与的活动，一般由名僧大德主导，广大信众在城邑内夹道观瞻。行

像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国君或王储的 “迎像”，如印度有婆罗门子请佛入城，西域

有于阗王出城迎像，后赵时太子石邃亦曾 “骑出迎像，往来驰骋”。《法显传》中于阗

国王的迎像十分虔诚恭敬：“像去门百步，王脱天冠，易著新衣，徒跣持华香，翼从出

城迎像。头面礼足，散华烧香。”相较之下，北魏孝文帝的迎像仅 “散花礼敬”，彰显

出高于佛教信仰的王权意志。《佛祖统记》载，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一年 （４９７）下诏在

佛诞日迎请 “洛京诸寺佛像入阊阖宫”，令诸佛像于宫门门楼 “受皇帝散华礼敬，岁以

为常”①。

对行像仪式最为重视的当属梁武帝 （４６４—５４９）。天监元年 （５０２）郝骞等八十人

受命到中天竺迎请佛像，至天监十年 （５１１）四月五日经海路抵达扬州。于是 “帝与百

·７６１·

① ［南宋］志磐：《佛祖统记》卷第五十一，《大正藏》第 ４９册，第 ３５５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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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徒行四十里，迎还太极殿，建斋度人，大赦断煞。”① 扬州至建康相距不远，且无论

是 “建斋”还是 “大赦”都与三日后的佛诞庆典相关，因此梁武帝的迎像，意味着郝

骞等人的队伍当有沿途行像。所谓 “大赦断煞”即大赦天下、禁绝杀生。“大赦”政令

一般会在皇帝登基、改元、立后、建储、封禅等重要日子颁布。不难发现，这次行像实

已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宗教活动，而不仅仅是囿于帝王本人的主观喜好。

在仪式的组织规模上，摩竭陀国都城巴连弗邑有二十车装载行像的队伍已属盛大，

但洛阳参加行像仪式的造像凡有一千余躯，寺院之繁多、香火之隆盛可以想见，这样的

盛况只有玄奘所到的屈支国 （即龟兹，今新疆库车）才能与之媲美：“诸僧伽蓝庄严佛

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②；仪式举行

期间，印度的行像 “通夜供养”，于阗行像则 “一僧伽蓝，则一日行像”，可以持续十

四天，而南北朝的中国城市规划采用 “访里制度”，执行严格的宵禁管理，故行像仪式

的时间不会持续很长。《洛阳伽蓝记》谓每年四月七日诸像皆集于景明寺，八日当天入

宣阳门③。即便是到了辽代，在佛诞日这一天，“京府及诸州，各用木雕悉达太子一尊，

城上舁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④ 说明正式的仪式只在佛诞日当天，

不会如西域那样从月初便开始庆祝。于阗的行像如法显所见乃 “金银雕莹”，盖以金银

雕造或装饰，有着游牧民族的艺术特色，汉地的夹苎佛像最早由东晋戴逵 （约 ３２６—

３９６）创制，制作出的佛像十分轻便，行像时可以减轻车载负重，这种新型夹苎之法最

初的产生与行像仪式不无关系。尽管印度的行像仪式也有倡伎乐，但中国的表演形式显

然更加丰富，包含各种杂技，如吞刀吐火、缘幢上索等。这些差异皆为行像本仪式土化

的具体表现。此外，北魏行像的展示对象不仅有佛像，而且有弥勒菩萨、普贤菩萨等，

行像的展示内容也更为丰富。

（二）行像审美的 “世俗化”。

用于行像仪式的造像在审美上与其他造像并无不同，但是这类造像的创作确实推动

了佛像审美的世俗化。这里的 “世俗化”本质上仍是相对于印度和西域而言的、适应

当时本土社会的主流审美取向，与行像制作的主导者直接相关。

东晋戴逵创制干漆夹
8

法塑佛像，亦曾绘制行像，他的审美理念，可以作为南朝行

像审美的重要参照。刘义庆 （４０４—４４４） 《世说新语》载 “戴安道中年画行像甚精妙，

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逵则辩驳：“唯务光当免卿此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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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
４７１页

［唐］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
６１页。

［魏］杨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第 ９９页。
［南宋］叶隆礼撰，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契丹国志·岁时杂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２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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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耳。”①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 “画”行像应是用于行像仪式的诸天菩萨像。法显在

巴连弗邑见行像车队 “作四轮车，缚竹作五层，有承栌、揠戟，高二疋 （ｐǐ）余许，

其状如塔。又白 （ｄｉé）缠上，然后彩画，作诸天形像。”② “栌”和 “戟”皆是承重

的支架，绘有诸天菩萨的 “白 ”即细棉布。 《法苑珠林》曾载有比丘 “于白 上画

佛形像”用以精进观修③。可见画像和雕塑一样可以用来禅观，也同样可以用于行像仪

式，戴逵所绘即当如此。

庾騄 （３１６—？）评价戴逵所绘制行像是 “神明太俗”，并将这份 “俗”归咎于创

作者的修养问题，即 “世情未尽”。这反映出当时的一种佛教审美理念———神明形象的

绘制者应当脱离 “世情”而身心清净。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审美理念下，西北印的犍陀

罗风格或中印度的秣菟罗风格被视作造像最初的摹仿样式 （图 ７），但这显然与汉地普

通大众的审美趣味颇有距离 （图８）。

图 ５ 图 ６

图５　佛坐像，铜造镀金，传河北省石家庄出土，３世纪末，高３２９厘米，美国哈

佛大学格福美术馆。

图６　佛坐像，铜造镀金，后赵建武四年 （３３８），高 ３９７厘米，美国旧金山亚洲

博物馆。

·９６１·

①

②

③

［刘宋］刘义庆著，徐震?校笺： 《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 ３８７
页。

［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 ８８页。
［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 ４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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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逵的 “神明太俗”意味着融入了更多本土信众的审美偏好，面对庾騄的质

疑，戴逵反驳只有夏朝隐士务光才算不俗：务光以自沉庐水来拒绝商汤禅让，在坚

守理想信念的同时，也拒绝了对现实的参与。若以这样的思路创作行像，佛像传教

行道的功能在汉地便无从发挥。因此以审美趣味的 “世俗化”或 “本土化”驯化

外来艺术风格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选择。戴逵所绘行像 “神明太俗”，是针对

汉地而言的通俗而绝非鄙俗，是将大众易于接受的世俗性放在了首位。《历代名画

记》载戴逵 “曾造无量寿木像，高丈六，并菩萨，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

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加详研，积思三年，刻像乃成。①”

《法苑珠林》卷十六亦载 “逵又造行像五躯，积虑十年。像旧在瓦官寺。”② 这种

极其重视信众 “开敬”“动心”等观感体验的创作态度，乃至 “密听众论” “积思

三年”“积虑十年”的不懈探索，是戴逵对世态人情和时代审美风气的主动把握，

如此创作出的佛像才能 “令诸众生得见而心生欢喜”③。正是由于推动了包括行像

在内的佛教造像 “世俗化”，戴逵成为名副其实的 “南朝佛像样式之创制者”④。

从这个角度来看，庾騄的评价虽然并非正向，却十分真实的反映了士人参与行像制

作的审美理念和积极态度。

此外，除了像戴逵这样的士人，出家僧人亦参与行像的制作。 《比丘尼传》卷二

载，刘宋时期建福寺道瑗尼通达三藏，“皇后美其高行，凡有所修福，多凭斯寺。富贵

妇女，争与之游”⑤。道瑗尼于元嘉八年 （４３１）共造两尊行像： “瓦官寺弥勒行像一

躯，宝盖璎珞。”“又制普贤行像，供养之具靡不精丽。”⑥ 道瑗尼未必是亲自塑造了这

两尊行像，却是重要的组织者和设计者。由于孝武定王皇后多在建福寺修福供养，引起

贵族女性竞相与道瑗尼相往来，所以行像在供养和装饰上的华美富丽，应颇能反映当时

贵族女性所追求的审美趣味。

（三）行像仪式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佛教的行像仪式在一定程度上使社会各阶层均参与其中，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宗

教活动。其中西行僧人是记载和推动使行像从印度、西域流传到中国的重要传播

者。尽管在法显之前中国已经出现行像仪式，但 《法显传》的记载却留下了印度

·０７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俞剑华注释，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
第 １２３页。

［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 ５４３页。
［东晋］佛陀跋陀罗译：《观佛三昧海经》，《大正藏》第 １５册，第 ６７５页下。
梁思成：《中国雕塑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５６页。
［梁］释宝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 ５６页。
［梁］宝唱著：《比丘尼传》，《大正藏》第 ５０册，第 ９３８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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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域行像的宝贵文献资料。玄奘取经回国后亦曾 “拟吠舍厘国巡城行化刻檀

像”①，可以说是直接传回过印度行像的样式；戴逵、道瑗尼是行像制作的实际参

与者，在造像的审美上颇有影响；帝王是行像仪式中迎像入宫环节的核心人物，如

北魏孝文帝、梁武帝等，而皇室成员则是重要的出资者，如南朝宋明帝、齐文皇

（文惠太子）、文宣曾造天龙八部之行像②；各寺院是行像仪式的组织者，这在唐至

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较为突出。根据敦煌文书的记载 （Ｐ３７６３背、３２３４背、２０３２

背、２０４０背、２０４９背、Ｓ４７４、４８１２、２０４２），整个活动的组织十分规范有序。较

为完整的行像仪式，包括准备、行像、善后三个阶段，政府官署、寺院僧人、民间

信众都会参与进来，另有支援寺院行象的行像社、行像司等管理机构，对行像进行

专门的制作、保存、修缮以及筹措和分配行像所需的财务开销等。行像仪式出动的

行像社人、擎佛人、助佛人及僧徒等可达百人以上。③ 而据 Ｐ２５８３背、Ｐ２８３７背、

Ｐ２０４９背等敦煌文书来看④，僧俗信众除了观看行像，还会捐赠一些用于行像的物

品，如黄?绢、白绣袜、镜子等，为逝去的亲人做一些忏念功德，或是为行像社的

塑匠提供粟或麦等食物。不同群体和身份的人共同参与其中，不仅促使行像仪式在

中古时期的大范围传播，还发挥出维系社会不同群体关系的重要作用。

（四）行像展示的民艺化。

行像除了绘制精湛，供养精丽之外，在展出过程中还带有突出的表演性质。而

在展示内容上除了有佛像、龙天像、菩萨像等，还有各种杂艺表演。服部克彦以北

魏洛阳寺院行像仪式为例将其概括为娱乐功能。⑤ 学者康保成认为，行像仪式应与

印度的傀儡戏有关，这一点甚至对中国的傀儡戏产生影响。这些诸佛菩萨的形象有

时会采用机关雕像，用以呈现一些神奇的景观。行像与北齐 “密作堂”相似，并

有可能影响到南北朝广泛流行的 “抬阁”。⑥ 《邺中记》言载金佛像的檀车上不仅

有九龙吐水，还有木道人 “以手摩佛心腹”，并且 “披袈裟绕佛行，当佛前辄揖礼

佛”⑦。这样的机关设计颇有傀儡戏的性质，与行像活动共同构成具有民俗意义的

宗教节日。行像时的活动空间并不固定，所谓 “僧载夹苎佛像，侍从围绕，幡盖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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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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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唐］慧立、彦著，孙毓堂、谢方点校：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２７页。
［梁］僧：《出三藏记集》卷 １２，《大正藏》第 ５５册，第 ９２页。
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 ４２８页。
吴钢主编： 《全唐文补遗》第九辑，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３４—３６页，１１９—１２０

页。

［日］服部克
9

：《北魏洛阳における行像供养》，《龙谷史坛》，１９６４年第 ５３卷，第 ２０

6

３３页。
康保成：《佛教与中国傀儡戏的发展》，《民族艺术》，２００３年第 ３期，第 ５８—７２页。
［晋］陆

7

：《邺中记》，王云五主编， 《丛书集成初编》第 ３８０４册，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３７年版，第 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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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乐引导”，沿途展示中还有伎乐、歌舞、杂戏等观赏性节目，轰动满城，百姓皆

可夹道观赏。《洛阳伽蓝记》载长秋寺展释迦行像时云： “奇伎异服，冠于都市。

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由于行像仪式上变幻奇妙的杂艺表

演，引来观者无数，乃至时常出现踩踏事故。此外，《高僧传》卷十载有康居国沙

门邵硕，在四月八日成都行像时 “于众中匍匐作师子形”亦可说明仪式中的表演

性质。行像仪式的丰富奇异、纷繁热闹皆是民艺化的重要表现。

三、行像仪式的宗教功能及影响

行像仪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域都获得了上至君王，下至士庶的尊崇，而之所以

能够得到的全民性参与，离不开信众的精神需求和现实祈盼。 《洛阳伽蓝记校释》云：

“佛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胁而生，佛既涅?，后人恨未能亲睹真容，故于是日立佛降生

相，或太子巡城像，载以车辇，周行城市内外，受众人之瞻仰礼拜，谓之行像。所以致

其景慕之诚也”①，详述了行像产生的内在动机是众人为了表达对佛陀的崇敬之情。而

《菩萨本生论》卷四云 “或睹佛迹及行像者，随分供养生随喜心，所获福报不可穷

尽。”② 《大宋僧史略》则直言 “百姓赖其消灾也”③，与前文论述观行像的功德相一致，

这是行像仪式能够得到传播的最根本原因。所以行像仪式不仅是信众怀念佛陀的表达方

式，还承载着消灾降福的现实诉求，它的存在能够给予当时的信众以面对现实困境的精

神慰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精神纾解的作用。

南北朝以后行像仪式在中原地区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但隆盛程度有所消减，不过

在敦煌地区的重要性则大约持续到五代时期。随着８世纪初密教的传入，行像仪式对唐

代炽盛光佛信仰的图像创作带来影响。据孟嗣徽女士的考察，炽盛光佛图像的巡行样

式，应是源于行像仪式的启发④。在敦煌藏经洞出土的 《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巡行图》

（图７）、《炽盛光佛与诸耀星神巡行图》 （图 ８）以及晚唐时期其他炽盛光佛的 “巡行

图”中，其仪式的形式和目的与法显、玄奘等人对西域行像仪式的描述不谋而合。无

论是行像还是炽盛光佛信仰，其目的都是为了禳灾避祸，祈求福祉，并且两者的行为都

注重于 “行”。画师在最初创作此类图本时很可能借鉴了行像仪式的样式。⑤ 可以说这

些 “巡行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像仪式的的盛大场面，为了解行像仪式留下了重

要的图像资料。尽管行像仪式后来逐渐衰微，但 “赖其消灾”的宗教功能却融入到炽

盛光佛信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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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２９３页。
孟嗣徽：《西域行像与炽盛光佛巡行图》，第 ２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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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图 ８

图７　炽盛光佛并五星神巡行图，唐乾宁四年 （８９７年），５５４×８０４ｃｍ，英国伦

敦大英博物馆。

图８　炽盛光佛与诸曜星神图，晚唐，３０５×７６４ｃｍ，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

需要补充的是，到了宋元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大多依然保留了行像仪式，并带

有官方色彩，如元世祖时 “用每岁二月八日迎佛，威仪往迓，且命礼部
:

书、郎

中专督迎接。”① 金海陵王于正隆元年 （１１５６） “二月癸酉朔，改元正隆，大赦。

庚辰，御宣华门观迎佛，赐诸寺僧绢五百匹、彩五十段、银五百两。”② 行像仪式

曾一度反映出中央政权与普通民众的互动关系。由于受到国家权力的施压，行像仪

式对百姓造成了的极大损费。时任监察御史的赵思恭 （１２３９—１２９６）即认为这种

行为是 “为天子敛怨，非求福也。”③ 有关此事的具体考察可见刘迎胜先生的研

究④，此处不再展开。宋元时期儒佛交融互为表里，在行像仪式上也有所体现。

《天水郡侯秦公神道碑》即言 “二月八日，迎佛像游皇城，请修曲阜孔子庙，皆从

之。”⑤ 耶律楚材 （１１９０—１２４４）在诗作 《释奠》的序言中提到，己丑二月八日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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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明］宋濂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元史》卷二百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
版，第 ４５２１页。

但很快同年十一月又下令禁止。 ［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金史·卷

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 １版，第 １０６页。
［元］虞集：《天水郡伯赵公神道碑》，李修生主编： 《全元文》卷八七八，南京：凤凰

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 ３２４页。
刘迎胜：《从北平王到北安王———那木罕二三题》，刘迎胜主编：《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

究集刊》第 ２１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 ３７页。
［元］虞集：《天水郡伯赵公神道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八七八，第 ３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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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９）这一天，他率领诸士大夫在孔庙举行奠祭先贤的典礼，随即参与了奉迎释

迦遗像行城的仪式，并由此感叹 “儒流、释子无相讽，礼乐、因缘尽假名。”① 至

明清时 期，行 像 仪 式 已 不 限 于 佛 教，民 间 信 仰 中 也 开 始 出 现。清 人 祁 轠 藻

（１７９３—１８６６）便记载 “里中纠首自北寺请藏山大王行像，龙崖沟请龙神行像，与

寺中圣母、龙母像合祀。”② 佛教行像仪式衰微的另一面，是在儒释道合流的过程

里被其他信仰所吸纳，在历史上出现了诸多表现 “行像”的壁画和雕塑，其中有

不少塑像即用于行像仪式。不同信仰下的 “行像”包括：明代清凉山文殊寺的

“文殊乘狮行像”③、山西临猗县观音堂的 “壁画药师炽盛光佛行像”④、甘肃马跑

泉镇渗金寺 “龙王行像”⑤、清代襄汾县关帝庙的 “关帝行像”⑥、浙江某村祠山大

帝庙的 “祠山大帝”暨夫人行像⑦、琉球冯港天后宫的 “天后行像”⑧ 以及山西汾

阳的 “金龙大王行像”⑨ 等。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的 “行像”为三教共享，并且

下沉到民间信仰中去———这是佛教行像仪式对其他宗教带来的重要影响。

结语

综上，“行像”本指佛陀行走的形象，在 《观佛三昧海经》中是禅观的重要内容。

随着念佛观以及造像活动的兴盛，禅观行像的丰富内容在行像仪式中得到了展示，因而

“行像”由观想行动中的佛陀形象逐渐演化出巡展佛像的意思，并最终涵盖了禅观、仪

式和造像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中造像包括行走姿态的佛像和用于行像仪式的塑像两种类

型。观想行像与观看行像的功德上在义理层面上的无差别，促使中古时期行像仪式成为

佛陀信仰的外在表达，并对后来炽盛光佛信仰的 “巡行图”带来启示。行像仪式从印

度经西域传播至中国，存在着历史和地域的差异，虽然它的兴起源自超越世俗、寻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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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佛教行像仪式的兴起及其本土化

脱的思想理念，但其世俗化、本土化的过程却得到了全民性的共同参与———既有西行僧

人如法显、玄奘的记载和传播，也有王公贵族从王权层面给予的认同与支持，既有士人

对行像制作的积极推动，也有僧尼对上层女性审美趣味的把握。行像仪式不仅满足了信

众寻求解脱和救助的精神寄托，还承载着消灾降福的现实诉求，反映出当时人们的精神

生活。因此历史上的行像仪式作为全民性的宗教活动，其维系社会、调适社会的重要功

能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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